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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制定法治中国建设蓝图与路线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和总体要求。

那么，这一总目标如何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理论和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本文对上述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本质上还是道路问题、制度问题、理论问题。《决定》最大的创新，是系统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众所周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此外，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即“两个一百年”目标。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有关内容的关系，就是中国总道路与具体道路的关系，中国制度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关系，中国理论体系与法治理论的关系，中国总目标与法治目标的关系。诚如全会《决定》所言，实现总目标，“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中国不仅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

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与法治目标

什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目标。就是两句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决定》的主题，起到了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纲举目张作用。我们如何深入理解这一总目标？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目标决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其次，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又决定了2020年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阶段性目标；反过来后者要对前者如 “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起到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三、中国制度体系与法治体系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决定了社会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基础。《决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包括“五大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制度基础和法治体系。中国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不同的法治体系，但不会照搬、复制他国的法治体系或法治模式。例如“五大体系”中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是唯一的，因为中国不仅需要依宪法、法律、法规“治国”，还需要依党章、党规、党纪“治党”，特别是治国要先治党，从严治党，党规党纪还要严于国家法律，对党员的违纪处理，还要严于对公民的违法处理。因此，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一大特色。
四、中国理论体系与法治理论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框架。《决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指依法执政，回答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扎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现实的法治理论，其反映的是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法律制度和价值追求的法治理论。这一法治理论由上至下，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具体的系统过程。这其中“法治中国”是核心，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途径。

五、中国总道路与法治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方向。《决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总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本道路和基本途径。

六、法治中国：是中国特色，不是美国特色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来看，无论是法治目标、法治体系，还是法治理论、法治道路，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说法，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社会主义”，言外之意中国的法治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法治；二是“中国特色”，言外之意，中国的法治不是“美国特色”、“西方特色”，而是“中国特色”。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自己开创的独特道路。

例如《决定》所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显然则不同于“美国特色”、“西方特色”的法治。世界上没有唯一通用的法治标准，不同的国家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确定不同的法治标准。因此，我们与他们有不同的法治标准，我们也不可能采取他们的法治标准。可能在世界上193个主权国家，没有几个国家敢采取自己的标准，除了美国，那就是中国。诚如毛泽东所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我们还要比比看，谁的法治能真正保护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保证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类安全（如健康保险覆盖率比较）和生命安全（如犯罪率、谋杀率比较）。

七、结语：《决定》的重大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最大的创新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在经历了6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与探索之后，党中央首次系统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总目标、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制度基础和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本道路和基本途径。

可以认为，只有在经过65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国际的和国内的，不仅“古为今用”，而且“洋为中用”，才能够集实践之大成、历史之大成、理论之大成，才能够集成创新、开放创新、自主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决策案例，这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依法中国、全面建设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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